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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企业重塑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方式而实施的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备受政府和业界关注，但既有研究对此却鲜有涉及。基于2013--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差异以及情境调节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作用。第三，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企业数字化后果的文献，亦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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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WEI Li, ZHANG Xiu, ZHAO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As a change implemented by enterprises to reshape the way of value creation, delivery and acquisiti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b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rarely involved. Based on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20,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is paper deeply excavat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differences and situational adjustment factors of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dig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Second,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heterogeneous due to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hird, the progress of strategic stimulation plays a negative regulatory role in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ut the impact on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consequences of enterprise digit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enterpris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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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云大物移智”等一系列新兴数字技术蓬勃发展而产生的数字经济已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和构建高质量格局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历年统计结果，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由2005年的2.6万亿扩张至2020年的39.2万亿，占国内GDP总量的38.6%。植根于数字经济的沃土，以阿里巴巴、美团、Amazon等为代表的众多互联网企业通过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以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业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对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资源能力的锁定效应以及固有观念造成的被动态势使其很难颠覆旧有的价值创造逻辑，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商业模式变革，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也迎来重大机遇”。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成为制造业企业适应数字技术与生产发展深度融合趋势的必然选择。由此，立足于我国“制造强国”战略，深入探究如何通过企业数字化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以实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那么，现有研究是否很好地回答了上述现实问题？一方面，学者们普遍围绕着“数字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企业能力”这一理论框架展开分析[1][2][3]，尽管大多数研究都肯定数字化为企业探索创造与传递价值的新方法、新逻辑提供了契机，但是关于数字化作为关键输入要素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直接作用的研究大多是经验归纳式的分析框架为主导辅以相应的案例进行解释[4][5]，关于制造业情境下数字化如何发挥作用仍缺乏精准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商业模式创新是不同前因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不同要素组合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呈现出不同主题，且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也不应当简单的体现在企业全生命周期无差别的驱动上。因此，现有研究有必要在区分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的基础上，以动态视角对企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开展更多的解释性研究。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尚未很好地回答“制造企业应当如何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为企业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一问题。
针对理论缺口和实践局限，同时响应国家“制造强国”目标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本研究以商业模式创新的现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将商业模式创新定义为改变原有商业模式中的活动系统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对原有价值获取的逻辑进行创新，由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组成[6]。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生命周期这一理论，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与哪一类型商业模式创新更为契合？第二，制造业企业在通过数字化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何种情境调节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20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以上两个问题提供实证解答，从而为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经验参考和路径建议。
1.文献综述
1.1企业数字化相关研究
   面对传统制造业技术、能力、资源不足而导致总体素质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局面，企业数字化为制造业企业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路径。姚小涛等[7]认为企业数字化是通过运用各种先进数字信息技术对企业内部运营流程，工作方式等进行改造和重组。Vial[8]指出数字化是一个综合运用计算、沟通和连接技术触发经济实体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本文将数字化定义为实体企业将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与传统业态相融合从而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过程。数字技术的变革和发展[9]、市场竞争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10]催动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而数字化又可以驱动企业内外部业务流程和价值交互方式改造和重组[11]，进而实现产品和服务创新、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提升[8]。还有学者指出，数字技术特有的属性可以通过促进不同主体间资源的嫁接重塑企业感知和捕获价值的方式[12]。可见，数字化不仅影响着企业能力与绩效，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置因素，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1.2商业模式与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是企业与其合作伙伴共同创造并分享价值的活动系统[13]。新兴数字技术已然改变了企业创新范式和市场竞争形态，基于传统因果关系的商业模式逻辑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保持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受到政学业界的关注。企业改变原有商业模式中的活动系统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对原有价值获取的逻辑进行变革的过程即是商业模式创新。学者们围绕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能力[14]、市场及行业结构[15]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论述，深入剖析了其作为企业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帮助企业获取超额利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现有研究还对某些特定行业或领域的商业模式创新进行了探索：服务业平台的商业模式创新是如何演化的[16]；在位企业如何利用二元动态能力改变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机制[17]；互联网企业如何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势实现商业模式创新[18]。本文借鉴Zott 和Amit[13]的研究，根据不同要素的组合路径将商业模式创新划分为侧重降本增效的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侧重对提供产品和服务提出实质性创新的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尽管相关研究对商业模式创新有着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仍存在以下缺口：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以数字技术推进商业模式创新属于一种新兴的发展趋势，至今其理论化成功度仍较低，难以为已初步具备数字化能力的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全面图景提供经验支持。
1.3企业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
Rayna和Striukova[19]提出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诱发因素。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诸多新颖型商业模式：共享经济模式、平台模式和服务化商业模式。苏敬勤等[20]在对现有文献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企业在不同阶段会将异质性技术开发策略与不同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匹配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数字经济特有的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会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框架、组件[21]，企业要想在数字时代中获取卓越绩效，必须改变原有商业模式，拥有新的价值创造能力。目前学界对企业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耦合研究才刚刚起步，现有文献虽然关注到了企业数字化引致的商业模式创新，但是多局限于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研究，对纳入时间维度的演化机制的刻画仍有不足，且缺少对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的清晰认识。基于此，本文将从动态视角出发，从根本上解答数字化推动的商业模式创新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化问题。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浪潮之下，新一代数字技术作为重要驱动要素正在促使制造业实现全流程多方位的商业模式逻辑重组和升级，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制造企业未来生存发展、获取高质量竞争优势的普遍共识。
2.1企业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变了价值创造的商业逻辑，以及用以实现企业目标的子任务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效率型商业模式强调企业利用其活动系统设计，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实现更高的效率。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恰恰能够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并消除可能存在的浪费行为，以更高的效率来满足消费者的价值需求。制造业企业还可以运用数字信息技术从整体上分析把握其与价值链上其他企业，顾客之间的联系，采取相匹配的措施使其在市场竞争中以最小的交易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13]。新颖型商业模式的本质是采用新的活动内容或者开创活动之间联结的新方式。数字化为制造企业带来数字资源的同时极大提升了支持企业实行新颖型商业模式所需的数字能力。利用数字技术的分析和归纳能力对企业内外部知识和资源进行整合，可能会对企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产生有利的变革性影响，促使制造企业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中推出高质量、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唤起并满足新的市场需求[22]。数字化能力还能够帮助制造业企业在现有的行业和价值链中重新定位，将更多外部机构吸纳到价值深入开发的过程中，不断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进而运用大数据提供并占有价值，为制造业企业带来新的附加收益[23]。因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a：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生命周期视角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
企业生命周期是指企业出现到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所经历的时间，企业生命周期通常包含四个阶段：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虽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整体上起着促进作用，但是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在生产方式，组织结构，战略导向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反映出的特性也不尽相同，简单判断其总体影响可能过于宽泛。鉴于此，本文基于动态演化视角，研讨制造业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2.2.1成长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企业进入成长期，生产经营的方法与流程正在逐步完善，组织结构处于一种探索阶段，企业内部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定型，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实施带有相当程度的短期随机应变性质，这一时期是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自由度最大，影响程度最高的阶段。新兴数字技术引发的经营革命，使得处于成长期的制造业企业组织机构更趋于有机式，具有低复杂性和低正规化的组织结构有利于削减组织层级，增强企业内部响应能力，降低组织内部交易成本。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使得以高效，精准为特征的生产运作流程和得以在制造企业内部确立，进一步地帮助成长期企业在全行业范围内构建其以效率为主题的价值捕获方式[24]。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学习与探索将直接影响到价值供给形式。这一阶段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收集外部情报和信息的能力就越强[25]，相应价值创造的活动也更具有外源化和多面性的特征，有助于新颖型商业模式的产生。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当处于成长期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2b:当处于成长期时，制造业企业数字化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2.2成熟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成熟期对于企业的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进入成熟期以后企业所处市场逐步趋于饱和，利润率急速上升，但是技术成熟，产品的标准化使得在位企业纷纷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抢占市场份额并企图在现有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的现金流量。在做出将现有商业模式转变为更高效率的新商业模式的决策时，拥有先进数字技术的成熟制造企业更有能力结合市场信息对产品系列的结构进行调整，努力使得产品结构趋于合理化；还会利用其信息优势来提升交易主体之间匹配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制造业企业在成熟阶段将更好的利用数字技术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避免潜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但是这一阶段企业同时也面临着组织凝聚力开始削弱，保守思想滋生，管理者创造力和冒险精神锐减的问题，在利用数字技术构建的效率型商业模式足以维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前提下，通过实施一系列的数字化举措来推进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会大大提高企业的失败风险和试错成本。对于急于获取经济效益的成熟期制造业企业来说，管理层出于整体绩效和个人声誉的考虑，即便企业已经初具数字化能力，也往往并不倾向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a:当制造业企业处于成熟期时，数字化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H3b:当制造业企业处于成熟期时，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并无显著影响；
2.2.3衰退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企业经过一定时期平稳发展以后，就进入了最为艰难的衰退期，在这一阶段企业总体处于发展迟缓、停滞乃至于萎缩的状态。面对市场淘汰的压力和数字经济的活力，制造业企业会更多的考虑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实现“扭亏为盈”。经过成熟期市场的激烈厮杀，产品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再企图利用数字化降低交易成本对谋求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已无助益。而Chandler等[26]发现在衰退行业中，与最终落败的企业相比，业绩仍保持快速增长的企业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具丰富性，新颖性和多样性的价值内容。此时具有较高数字化水平的制造业企业往往会整合剩余优势资源，挖掘细分市场，借助数字分析能力为客户定制个性化产品和服务，依靠差异化战略为企业博得一线生机；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企图“破局”的制造业企业还倾向于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在外部广泛搜寻交易对象，突破原有价值链的垄断和分割，从而在交易对象的联结方式方面实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4：
H4a:当制造业企业处于衰退期时，数字化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并无显著影响；
H4b:当制造业企业处于衰退期时，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企业数字化自2013年开始普及，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为减少异常值干扰对其做了如下整理和筛选：（1）删除ST和*ST的样本；（2）删除观察值缺失严重的样本。经过上述整理和筛选后，共得到983个制造业企业的312 3条样本观察值。本文公司层面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数字技术应用指标通过Python软件抓取上市公司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得到；数字化投资水平的指标通过手工整理财务报表附注数据得到。
3.2变量设定
3.2.1被解释变量
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主题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27][28]，虽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深刻见解，但有限的数据集使我们很难在更为广泛的行业中得出更为普遍的结论。为了丰富商业模式创新的客观研究，我们借用Guo等[29]的方法构建衡量商业模式创新的代理变量。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EBM）。本文使用技术效率指标作为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代理指标，借鉴先前的研究，使用随机前沿方法（SFA）评估企业技术效率。具体而言，SFA模型的公式如（1）所示：
                              
其中，、和分别为企业实际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和分别为正态分布和半正态分布。本文使用制造业企业净利润作为产出，以企业资本存量和员工人数衡量企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IBM）。Guo等[29]指出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反映了焦点企业商业模式与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商业模式相比在收入模型，价值主张和成本结构这三个方面的差异程度，从而选定服务占总收入的比重、流动资产占总收入的比重，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比率、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比率、运营周期以及费用占销售额的比率六个维度作为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表征，进一步地，按照上述六个维度构建唯一向量来作为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                  （2）
代表行业j中i企业的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指的是行业j中企业i六个维度的向量，表示行业j中的六个维度的平均值的向量。因此，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最终计算结果的取值区间为[0,1]。IBM的计算结果越接近于1，意味着i公司的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2.2解释变量
数字化水平（Dig）。本文借鉴相关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年报中与“数字化”有关的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越高，通常表示企业在这一方面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和资源。 但是，数字化作为一种尚未存在精确指标进行度量的概念，在个别企业年报中的披露可能存在主观性，难以有效衡量企业的真实数字化水平。因此，本文运用熵值法从年报文本信息和企业真实的数字化投资水平两个维度构建企业数字化水平指数，以更加客观、全面地反应企业数字化水平。
[image: 文字文稿1_01]首先，参考张远和李焕杰[30]，吴非等[31]的研究，从“底层数字技术”和“技术实践运用”这两个维度对年报文本信息进行区分，根据上述两个维度构建如图1所示的词频图谱并使用Python爬虫功能实现对关键词的获取。其次，结合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获取企业数字化投资水平的相关信息。由于企业数字化进程大多涉及到“软件”和“信息系统”等无形资产项目的变动，因此，本文以与企业实施数字化有关的无形资产项目的年度汇总额来度量企业数字化投资水平。最后，采用熵值法对企业数字化水平指数进行计算。
图1 企业数字化的底层数字技术与技术实践运用词谱
3.2.3 企业生命周期
国内外学者们对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本文借鉴Dickinson[32]开发的现金流组合法，从企业经营，投资，筹资三个阶段的现金流量净额正负组合测度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考虑到上市公司企业应已渡过初创期，所以本文围绕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进行讨论，具体判断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现金流组合特征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经营现金流净额
	－
	＋
	＋
	－
	＋
	＋
	－
	－

	投资现金流净额
	－
	－
	－
	－
	＋
	＋
	＋
	＋

	筹资现金流净额
	＋
	＋
	－
	－
	＋
	－
	＋
	－



3.2.4控制变量
为了提高研究的精确度，本文加入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年限（Age）以企业成立至今的年份来衡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刻画；资产回报率（ROA）用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来表示；就股权性质（State）来说，1表示国营企业，2表示民营企业。行业类型（Ind）为该制造业企业的行业代码。上述各个变量的选取与测量方法汇总列示于表2。
表2  变量的选取与测度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标识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EBM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利用随机前沿方法计算得到的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指标

	
	IBM
	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
	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与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不同程度，详见文内说明

	
解释变量
	
Dig
	
企业数字化水平
	底层数字技术词谱词频

	
	
	
	技术实践运用词谱词频

	
	
	
	与企业数字化有关的无形资产项目的年度汇总额

	

控制变量
	Age
	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至今的年份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ROA
	资产回报率
	企业税后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

	
	State
	股权性质
	1表示国营企业，2表示民营企业

	
	Ind
	行业类型
	制造业企业行业代码



3.3基准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3）
其中，i,t分别代表企业、年份；EBM表示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IBM表示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Dig表示企业数字化水平；control为控制变量，[image: ]为模型随机误差项。
4.实证结果及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EBM）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较多，表明各个企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参差不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IBM）的最大值为0.493，但是平均值却只有0.015，表明只有少数企业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取得超越行业平均水平的成绩；衡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三项指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甚远，表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表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EBM
	312 3
	0.599
	0.041
	0.387
	0.803

	IBM
	312 3
	0.015
	0.034
	0
	0.493

	Dig1
	312 3
	9.52
	21.555
	0
	254

	Dig2
	312 3
	6.052
	11.833
	0
	164

	Dig3
	312 3
	14.998
	1.766
	6.599
	20.355

	Age
	312 3
	20.259
	5.499
	6
	46

	Size
	312 3
	21.695
	1.098
	18.643
	26.44

	ROA
	312 3
	0.031
	0.037
	-0.201
	0.554

	State
	312 3
	1.841
	0.367
	1
	2


  
在正式进行实证回归分析之前，对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水平（Dig）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EBM）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IBM）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各个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表明分析结果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不大。为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影响，本文计算得出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最大值为3.235，远小于临界值10，进一步证明回归分析结果受到多重共线性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4.2假设检验结果
4.2.1企业数字化水平与商业模式创新
基于式（3）设定的模型，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EBM
	IBM

	Dig
	11.08***
	14.01***
	7.611***
	7.323***

	
	(1.646)
	(1.521)
	(1.361)
	(1.420)

	Age
	
	-0.000***
	
	0.000

	
	
	(0.000)
	
	(0.000)

	Size
	
	-0.005***
	
	0.001

	
	
	(0.001)
	
	(0.001)

	ROA
	
	0.477***
	
	0.086***

	
	
	(0.018)
	
	(0.017)

	State
	
	-0.003***
	
	0.000

	
	
	(0.001)
	
	(0.000)

	Ind
	
	0.001***
	
	0.000

	
	
	(0.000)
	
	(0.000)

	Constant
	0.597***
	0.699***
	0.013***
	-0.015

	
	(0.001)
	(0.015)
	(0.001)
	(0.014)

	R-squared
	0.014
	0.234
	0.010
	0.019

	Adj R-squared
	0.014
	0.233
	0.010
	0.018

	F值
	45.36
	158.95
	31.27
	10.28


*** p<0.01, ** p<0.05, * p<0.1.
根据表4第（1）（2）列的估计结果，企业数字化水平估计系数均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企业数字化水平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H1a得到验证。根据表4列( 3) 、列( 4) 的估计结果，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分别为7.611和7.323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企业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假设 H1b得到验证。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内外部交易成本，减少企业与可能交易方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企业交易效率，推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实现。另一方面，数字化与传统业态相融合，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异质性产品和交易方式，并以此提高了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水平。
4.2.2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
为考察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分别以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为子样本进行估计，模型其他设定保持不变，估计结果见表5。
	
	(1)
	(2)
	(3)
	(4)
	(5)
	(6)

	变量
	EBM
	IBM

	生命周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Dig
	14.40***
	11.25***
	11.16
	8.645***
	4.629
	7.352*

	
	(1.942)
	(2.870)
	(8.604)
	(1.797)
	(2.869)
	(3.955)

	Age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Size
	-0.007***
	-0.000
	-0.002
	0.002**
	0.001
	-0.002

	
	(0.000)
	(0.001)
	(0.002)
	(0.001)
	(0.001)
	(0.002)

	ROA
	0.466***
	0.453***
	0.550***
	0.111***
	0.039
	0.111***

	
	(0.025)
	(0.030)
	(0.050)
	(0.023)
	(0.030)
	(0.043)

	State
	-0.003***
	-0.001
	-0.002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2)
	(0.001)
	(0.000)
	(0.001)

	Ind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Constant
	0.754***
	0.582***
	0.610***
	-0.029
	-0.012
	0.055

	
	(0.20)
	(0.030)
	(0.051)
	(0.018)
	(0.030)
	(0.041)

	Observations
	181 2
	917
	394
	181 2
	917
	394

	R-squared
	0.252
	0.218
	0.246
	0.030
	0.008
	0.037

	Adj R-squared
	0.249
	0.213
	0.234
	0.027
	0.002
	0.022

	F值
	101.16
	42.27
	21.04
	9.29
	1.28
	2.46


表5  子样本估计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引入企业生命周期以后，核心结论发生一定改变。对比表中的前三列可知，企业数字化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衰退期企业中数字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假设H2a、H3a、H4a得到验证。对比（4）（5）（6）列中关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估计结果，成长期企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企业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衰退期企业的数字化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假设H2b、H3b、H4b均得到验证。
4.3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的机理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战略是指企业为开发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所采取的一系列约定和行动。基于企业战略类型的维度，Miles和 Snow[33]按照企业战略的激进程度依次划分为进攻型、分析型和防御型。选择进攻型战略的企业为得到行业龙头的位置而不断地开发产品和寻找市场机会；选择防御型战略的企业追求稳定，强调工作效率，致力于将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降到最低；选择分析型战略的企业在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的同时也注重保持传统产品和客户基础。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战略激进度会随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持续更替演化，因此，其在“企业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的传递路径中极有可能是一个产生显著影响的情境调节因素。那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战略激进度如何调节企业数字化与不同类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利用实证数据为这一问题提供解答。
本文借鉴Miles和 Snow[33]、Bentley等[34]和孙健等[35]的研究从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比重、员工人数与销售收入比值、销售收入的历史增长率、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员工人数标准差和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这六个维度来衡量企业战略激进度。首先，计算每个企业上述六个变量过去五年的移动平均值。其次，按照行业和年度，对每个指标的取值进行排序并平均分为五组。对于前五个指标，值最小的组赋值为0分，次小的组赋值为1分，依次类推，最大的组赋值为4分。对于第六个指标，赋值方式相反，值最小的组赋值为4分，最大的组赋值为0分。最后，将每个公司上述六个指标的赋分相加，分值越高，意味着企业战略越激进；分值越低，意味着企业战略越保守。
为验证战略激进度是否是构成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数字化水平对商业模式创新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对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中战略激进度的差异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和T检验，结果列示于表6。

表6  企业不同生命周期战略激进度差异
	变量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战略激进度
	成长期
	181 2
	15.521
	3.288
	5
	25

	
	成熟期
	917
	14.484
	3.428
	6
	24

	
	衰退期
	394
	15.391
	3.310
	7
	24


由表6的结果可得，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和衰退期企业的战略激进度呈现“高-低-高”的变化趋势，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两两样本的T检验，这就说明战略激进度随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而展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成长期企业出于扩张市场的需求更倾向于高战略激进度，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先进知识和技术以达到开拓新业务领域的目的; 成熟期企业更多地采用低激进度的战略，更注重组织环境的稳定性与自身经营的可控性，他们努力保持现有产品和市场，避免高战略激进度为企业带来未知的风险；衰退期的企业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其更可能打破原有惯例，拥有更高的战略激进度。 
为进一步考察上述战略激进度差异是否是构成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差异化影响的主要原因，在基准模型中引入了数字化水平与战略激进度的乘积项，并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分别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
表7  战略激进度的调节作用
	
	(1)
	(2)

	变量
	EBM
	IBM

	Dig
	9.558
	27.74***

	
	(6.322)
	(5.791)

	战略激进度
	0.001***
	-0.002***

	
	(0.000)
	(0.000)

	数字化水平*战略激进度
	0.246
	-1.258***

	
	(0.402)
	(0.368)

	Age
	-0.000***
	0.000

	
	(0.000)
	(0.000)

	Size
	-0.004***
	-0.001**

	
	(0.001)
	(0.000)

	ROA
	0.480***
	0.081***

	
	(0.018)
	(0.016)

	State
	-0.003***
	0.001

	
	(0.001)
	(0.000)

	Ind
	0.001***
	0.000

	
	(0.000)
	(0.000)

	Constant
	0.654***
	0.060***

	
	(0.017)
	(0.015)

	Observations
	3,123
	3,123

	R-squared
	0.245
	0.070

	Adj R-squared
	0.243
	0.067

	F值
	126.47
	29.21



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估计结果中，数字化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与战略激进度乘积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不显著，这表明加入战略激进度这一调节变量以后，原先数字化水平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显著关系变得不再显著。具有高战略激进度的企业往往倾向于依靠自身差异化优势保持自身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差异化优势的建立更多依靠的是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而非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此时的制造业企业会将数字化优势更多的投入到新颖型商业模式的创新之中，而忽视效率型商业模式的构建。
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而言，企业数字化水平与战略激进度乘积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战略激进度减弱了企业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此时具有高战略激进度的制造业企业更容易把握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带来的机遇，比如在数字经济新业态下抓住企业数字化机遇，在研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从而促进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但是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过高的战略激进度又使得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面对市场不确定性高、融资压力大的问题。因此在综合考虑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进程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虽然企业数字化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战略激进度会减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4.4稳健性检验
4.4.1内生性问题
考虑到企业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间的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即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能够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另一方面商业模式创新也会促进或者阻碍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因此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本文采用数字化水平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来确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其回归分析结果与上文结论基本保持一致，如表8所示。
	
	(1)
	(2)
	(3)
	(4)
	(5)
	(6)
	(7)
	(8)

	变量
	EBM
	IBM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Dig
	8.716***
	10.17***
	5.616*
	4.324
	4.803***
	6.239***
	2.241
	5.742**

	
	(1.798)
	(2.362)
	(3.166)
	(4.135)
	(1.681)
	(2.243)
	(3.245)
	(5.667)

	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squared
	0.236
	0.206
	0.302
	0.292
	0.025
	0.038
	0.021
	0.029

	F值
	84.99
	38.48
	37.54
	35.83
	6.94
	5.90
	1.87
	2.19


表8 内生性分析结果
（限于篇幅，表8仅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但在实际回归分析时，均对控制变量进行了控制。下表同。）
4.4.2其他稳健性检验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其年报中与数字化有关的关键词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所以将该行业移出样本后再对剩余样本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其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实证结果表明除显著性水平有细微变化外，各个假设验证的结果与上文相比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7)
	(8)

	变量
	EBM
	IBM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全样本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Dig
	8.199***
	9.436***
	14.29**
	3.682
	7.831***
	12.11***
	3.404
	2.433**

	
	(2.115)
	(3.038)
	(6.216)
	(3.285)
	(1.743)
	(2.208)
	(3.255)
	(1.052)

	控制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squared
	0.219
	0.239
	0.300
	0.180
	0.017
	0.041
	0.005
	0.011

	F值
	95.01
	58.30
	19.25
	23.23
	6.72
	7.94
	1.87
	1.74



5.研究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切入，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战略激进度作为情境调节因素在上述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作用。对于成长期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企业数字化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成熟期制造企业数字化仅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衰退期的制造业企业更倾向于抓住数字化这一契机实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涅槃重生。第三，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激进度，战略激进度与企业数字化结合会影响到制造业企业对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的选择。
5.2理论贡献
第1， 与现有大多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不同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细分，为制造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目标逻辑与价值导向，再结合制造业现今实践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突破以往文献主要从理论辅以案例论证的局限，使得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更加逼近现实情境。
第2， 与现有数字化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不同，本文细化了企业生命周期与商业模式创新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更为精准的刻画了制造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下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的变化规律，有助于回答为什么有些制造业企业依靠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能够成功，而另一些却宣告失败的问题，进一步扩展了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情境与理论内涵，丰富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场景。
第3， 与现有研究框架的内容不同，本文将战略激进度引入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机制中，探索了企业数字化与战略激进度的交互影响，拓展了制造企业数字化与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研究边界，构建了更具包容性的商业模式创新模型，为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5.3实践启示
本研究结果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业企业利用数字化实现商业模式创新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第1， 企业数字化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且企业战略选择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商业模式也并非一经选定就只能一成不变。身为制造业企业的管理者应当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种变化，结合企业实际所处阶段深入革新传统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把握数字化发展的契机，利用数字技术挖掘环境中蕴含的商业创新方向，提高商业模式创新机会的转化效率，完成企业价值逻辑重构，助力企业绩效提升。
第二，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的过程中战略定位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是导致商业模式创新失败的重要原因。管理者应当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关注企业数字化与战略激进度之间的适配问题，促进商业模式创新。首先，由于成长期的数字化企业具有较高的可塑性，既可以依靠数字化实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也可以依靠数字信息技术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若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当前阶段的商业模式主旋律，企业应当更应当采取较为保守的战略，以防止较高战略激进度所需的资源和能力超出成长期企业的能力范围，进而阻碍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其次，成熟期的制造业企业来更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这一时期，制造业结合市场竞争情况既可以采取防守型战略也可以选择进攻型战略，即此时战略激进度对企业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并无显著影响。最后，衰退期制造业企业往往有背水一战的勇气，更倾向于在实现企业数字化后，利用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摆脱现有困境，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克制的制定与执行战略，以防止较高的战略激进度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冲突造成企业无法挽救的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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